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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引言

近年来，我国空气质量显著改善，但很多城市的大气

细颗粒物（PM2.5）浓度尚未达到国家环境空气质量二级

标准（NAAQS, 35 μg⋅m‒3, GB3095—2012） [1]，更远高

于一级标准（15 μg⋅m‒3）[1]和世界卫生组织（WHO）指

导值（5 μg⋅m‒3），秋冬季重霾污染仍时有发生。同时，

夏季臭氧（O3）污染凸显，成为PM2.5之外的主要大气污

染物。《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

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》提出，要加强

PM2.5和O3协同控制。我国大气污染防治仍面临严峻挑战。

2. 深度减排氮氧化物的有效性

2.1. PM2.5和O3的负相关关系

PM2.5和O3双高的复合污染条件下，由于存在影响辐

射通量、氧化驱动、自由基淬灭等相互作用，PM2.5和O3

之间表现出复杂的耦合关系。在我国PM2.5浓度较高的绝

大多数区域，尤其是北方地区，PM2.5和O3的时间变化趋

势（如小时平均浓度和年平均浓度）都呈现出负相关关系

[2]。而只有当 PM2.5浓度接近达标时（如珠三角区域），

这种负相关关系才会消失，如图 1所示。因此，将 PM2.5

浓度降至阈值（如50 μg⋅m‒3）以下，打破PM2.5和O3之间

的负相关关系，是实现PM2.5和O3协同控制的先决条件。

图1. 打破PM2.5和O3之间的负相关关系（“跷跷板”效应）以实现两者

的协同控制。圆圈数据点表示 2013—2018年我国不同城市的PM2.5浓度

以及 PM2.5和 O3之间的相关系数。PM2.5浓度较高（如大于 50 μg·m‒3）

时，PM2.5和 O3呈现明显负相关；PM2.5浓度较低（如小于 50 μg·m‒3）

时，PM2.5和O3可能出现正相关，所以可能在这些城市实现PM2.5和O3协

同控制。PM2.5和O3相关系数计算方法和数据来源详见前期研究[2]。本

图经授权修改，原图来源于文献[2]（美国化学会版权2020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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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2. 减排氮氧化物可有效降低PM2.5浓度

2013—2019年，我国74个重点城市PM2.5和二氧化硫

（SO2）浓度分别下降了 47%和 75%，而二氧化氮（NO2）

浓度仅下降23% [3]。氮氧化物（NOx）控制效果不理想，

成为 PM2.5 污染进一步改善的重要限制因素。一方面，

NOx在大气中转化为硝酸盐，已成为很多城市PM2.5中浓

度最高的单一组分[4]。另一方面，城市地区高浓度NOx

还是提高非均相和液相反应中氧化能力的重要因素[5-7]，

是PM2.5暴发增长的重要驱动力。根据对中国环境监测总

站（CNEMC）全国空气质量大数据的分析，在SO2大幅

减排之后，现阶段我国 PM2.5对NO2的敏感性远高于 SO2

（图2），也就是说，消减单位浓度NO2带来的PM2.5下降远

大于消减单位浓度SO2对PM2.5减排的贡献[2]。2020年新

冠病毒肺炎疫情期间，由于交通管控，大气NO2浓度显著

下降，在 SO2和一氧化碳（CO）下降不显著的情况下，

PM2.5浓度显著下降，并且其下降的时空分布特征和NO2

高度一致 [8]，有力证明了控制 NOx 对消减 PM2.5 的有

效性。

2.3. 通过氮氧化物深度减排协同控制O3的可行性

2013—2019年，我国 74个重点城市的O3浓度上升了

29% [3]。O3 生成与其关键前体物 NOx 及挥发性有机物

（VOC）的排放之间具有非常强的非线性关系[3,9]。虽然

从区域尺度上来看，O3生成主要由NOx控制，但在城市地

区，O3主要对VOC敏感。然而，由于VOC人为源排放非

常分散复杂，而且有很大一部分来自天然源排放，短期内

大幅消减VOC难以实现。在VOC控制区，少量减排NOx

可能导致 O3 浓度上升，但大幅消减 NOx 使其浓度低于

VOC 控制区的 NOx阈值，将使 O3生成达到 NOx控制区，

是降低O3浓度有效的、也更为现实的手段。美国O3污染

控制的历史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。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政府

早期主要着力减排VOC，但对O3污染改善不明显；后期

加大NOx排放控制力度之后，O3污染控制才被逐渐改善

[10]，证明了 NOx减排在 O3污染控制中的关键作用[9]。

2020年年初我国新冠病毒肺炎疫情期间的空气质量变化

也提供了实证。疫情初期，NO2浓度的小幅消减和 PM2.5

浓度的下降确实导致O3浓度明显上升，但在管控最严的

疫情高峰期间，部分地区NO2浓度同比下降接近或超过

70%，在这种高比例消减的条件下，PM2.5浓度大幅下降，

同时O3浓度的上升趋势出现了拐点[8]。因此，进一步大

力加强NOx减排是实现区域PM2.5和O3的协同控制有效且

现实的手段。这一结论也被模型结果支持。例如，针对京

津冀区域的模拟结果表明，减排超过60%的NOx能同时保

证PM2.5和O3控制的有效性[11]。近期，WHO更新了全球

空气质量指导值，大幅降低了NO2浓度的指导值（由40 μg⋅
m‒3降为 10 μg⋅m‒3），表明无论是从空气质量改善还是人

体健康防护角度，深度减排NOx已成为国际共识。

3. 氮氧化物是目前我国控制潜力最高的关键前
体物

NOx是 PM2.5和O3的共同前体物。在我国，NOx仍具

有很大减排潜力。NOx主要来自固定燃烧源和机动车内燃

机排放，因此NOx减排与碳达峰和碳减排目标高度一致。

目前，煤电行业已经普及氨选择性催化还原NOx（NH3-

SCR）技术，烟气 NOx实现超低排放[12]。但是，NH3-

SCR技术在非电行业（钢铁、有色、水泥、玻璃、陶瓷

图2. 中国及京津冀区域的前体物减排和 PM2.5改善情景分析。（a）PM2.5与 NO2和 SO2的相关性（2013—2018）；（b）PM2.5对 NO2和 SO2的敏感性

（2013—2018），即PM2.5浓度在NO2和SO2浓度变化1 μg·m‒3时的增加量或减少量（μg·m‒3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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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）烟气净化应用中存在低温催化活性不足、硫中毒等瓶

颈问题，亟需研发新型低温SCR技术和其他适应性技术。

与此同时，机动车排放NOx控制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

[13]。例如，汽油车采用三效催化技术实现尾气中NOx、

碳氢化合物和一氧化碳的同时净化，柴油车采用尿素选择

性催化还原 NOx（尿素 -SCR）技术实现 NOx 高效净化

[14]。然而，在实际道路监测中，部分安装了尿素-SCR净

化装置的柴油车的NOx仍存在超标排放现象。一方面，车

载诊断（OBD）系统存在人为屏蔽的现象。当然，随着

在线监控技术的应用，这一违法现象正在不断减少。另一

方面，一些柴油车（如公交车和垃圾车）经常低速运行，

尿素-SCR净化效果难以保证。目前正在开发具备宽温度

窗口的尿素-SCR技术以解决这个问题。最后，为了降低

运行费用，还存在添加尿素溶液（通常称为AdBlue）不

合规的现象，造成尾气中尿素浓度过低和杂质过多等，会

导致NOx排放超标。此外，国内发动机控制系统、高压共

轨燃油系统的技术发展相对落后，一定程度影响了我国即

将推出的柴油车国六排放标准的实施和下一阶段排放标准

的制定。由于上述原因，NOx实际减排效果并不理想，还

有非常大的改善空间。而且，我国要力争在 2030年前实

现碳达峰，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，必须对能源结构进行

重大调整，将有望从根本上解决NOx排放问题。例如，随

着我国电动车数量的快速上升，使用可再生能源获得的电

能驱动机动车，将显著降低交通行业的 NOx 和 VOC

排放[9]。

4. NOx深度减排的政策建议

4.1. 加快非电行业高效NOx排放控制技术研发

一是进一步发展高效、稳定的中低温SCR技术[15]，

突破选择性非催化还原法（SNCR）-SCR、SNCR-氧化脱

硝等耦合脱硝技术[16]，实现低成本高效脱硝，并推动其

规模化工程应用，为非电行业NOx超低排放提供技术支

撑。二是研发契合窑炉温度分布特性的嵌入式脱硝技术，

降低煤、气、电等能源输入，从而实现NOx深度净化与二

氧化碳（CO2）协同减排。三是针对钢铁、有色等长流程

多工序行业，优化产业结构，研发短流程清洁冶炼、炉料

结构优化等技术，通过全流程全局优化，实现氮-碳协同

减排。

4.2. 制定重点行业超低排放限值，加强评估与监管

一是针对不同非电行业烟气排放特征，加快制定建

材、有色等行业超低排放限值及NOx排放源的最佳控制技

术指南。二是加强对钢铁行业全面实施超低排放后的现状

进行综合评价，明晰不同NOx超低排放技术路线在钢铁行

业应用的技术经济性[17‒18]，总结经验和不足，为提出

和完善适合不同非电行业NOx超低排放控制的技术路线和

方案提供借鉴。三是结合我国经济发展和能源消耗趋势，

对我国未来NOx排放进行总量及行业分布预测，科学评估

我国各行业NOx减排潜力及环境效应。

4.3. 推进柴油机清洁化关键技术研发，加强车油路联合

管控

一是加快发动机及后处理控制系统、高压共轨燃油系

统、增压系统和后处理催化剂等瓶颈技术研发，实现柴油

机清洁化核心技术的全链条自主可控[19]。二是尽快启动

我国柴油车、非道路柴油机、船舶下一阶段排放标准制

定，推进技术升级，进一步降低柴油机污染物排放；同时

制定实施更严格的清洁油品、添加剂和润滑油标准，确保

清洁柴油机的高效稳定运行。三是加强柴油车排放远程在

线诊断、遥感和便携排放监测技术的研发，建立数字化、

智能化移动源监管系统，实现远程排放监控-执法-维修的

闭环管控。长远来看，应大力发展基于绿氢的碳中和燃料

合成、利用及柴油机替代技术，实现CO2和大气污染物的

协同减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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